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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资竞争与土地供给行为： 

基于城市经济发展的视角 

胡思佳 徐翔
1
 

【摘 要】：为吸引企业投资，地方政府通过竞争性供地压低了工业用地的整体价格水平，削弱了经济发展基础

较差的城市的土地相对成本优势。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主动降低工业用地价格，增加工业用地供给，降低居住

用地的供给比例；经济发展基础较差的城市则被迫选择增加居住用地供给比例。通过降低工业用地价格来招商引资

的供地策略在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效果更好，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基础的改善，地方政府倾向于降低工业用地价

格，增加工业用地供给。我国应逐渐建立多元化的政绩考核机制，增加一二线城市居住用地供给，同时通过落实差

异化的工业用地最低出让价格、严防工业用地闲置和加强对地方产业政策执行的管理等途径加快推动工业用地出让

的市场化，提升土地市场供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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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推行后，我国逐步确立了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地供给制度和“招拍挂”土地出让管理制度。我国特殊的土

地供给制度决定了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基本结构和各省份招商引资的发展状况，进而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

地，能够直接获得土地出让金收入，也可以通过招商引资间接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一些文献认为，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地方政府

土地出让的主要动机[1]。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土地出让金收入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高出让金

有主动推高地价的动力。另一些文献提出，地方官员有激励通过招商引资拉动本地经济增长[2]。在这样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大量

低价供应工业用地，与其他地区展开招商引资竞争[3]。上述两类动机共同决定了地方政府的供地行为。 

由于城市之间存在招商引资竞争，且存在经济发展基础的差异，不同地方政府的土地供给行为出现分化。企业选择投资目

的地时会综合考虑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和地价，仅通过降低工业用地价格往往并不能保证吸引更多投资
[4]
。本文重点关注城

市的经济发展基础差异和城市之间的招商引资竞争如何导致了不同地方政府在工业用地供给行为上的分化。目前，我国居住用

地供给基本确立了以“招拍挂”为基础的出让制度和定价原则，工业用地则仍然具有大量协议出让的空间，地方政府对于工业

用地价格拥有较高的决定权，进而存在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的可行性。经过招商引资竞争，经济发展基础不同的地方政府土地供

给行为将出现差别：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主动降低工业用地价格、增加工业用地供给；经济发展基础较差的地区被迫增加

居住用地供给，以获得更高土地出让金收入。 

本文引入了城市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相对价格这一指标测度地方政府土地供给行为。通过面板回归分析，检验地方政府

压低工业用地价格这一土地供给策略的有效性。之后，通过分地区回归分析，考察该策略对于经济发展基础不同的地区的效果

差异。进一步地，本文检验了不同经济发展基础的地区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的程度差异。最后，根据我国地方政府当前的土地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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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偏好，针对一二线城市居住用地需求高而供给少等状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相关文献综述 

已有研究指出，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背后存在两种激励：第一种从“土地财政”的角度出发，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土地

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主要激励是财政收入。另一种解释认为，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

是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而土地是其谋求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工具。协议出让工业用地使地方政府拥有了对工业用地价格较

大的自主决定权，从而构成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参与招商引资竞争的可行性。 

（一）“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 

有文献指出，地方政府有通过土地出让获得财政收入的激励。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很高比例来自土

地出让收入[5]。关于“土地财政”，平新乔等学者提出“土地财政”有狭义和广义两层含义[6]。狭义的“土地财政”仅限于土地

出让金，在分税制体制下，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广义的“土地财政”包括了地方政府征收的与

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的所有税收收入。平新乔等指出，随着房地产支柱产业地位的凸显和高速发展，广义的“土地财政”依赖度

不断上升[6]。杨圆圆比较研究了全国各地区的“土地财政”规模，发现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其

中东部地区的依赖度显著高于西部和中部地区[7]。 

部分研究探讨了“土地财政”如何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土地供给行为。有学者提出，分税制改革实施以来，中央和地方的财

政关系不断调整，地方政府在事权比例没有太大变化的基础上，财权比例却逐步下降[8]。已有研究还指出，地方政府由于追求土

地财政收入而热衷于出让土地，并且对于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采取差异化的定价策略
[9]
，比如采用“招拍挂”方式出让商业服务

用地和居住用地，以较高的价格获得土地出让收入，同时以较低价格协议出让工业用地以平衡当期财政和未来经济增长[10]。王

根贤认为地方政府在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下可以独享土地出让金[1]，因此存在推高土地出让收入和房价的激励，且缺乏提供保障

性住房的激励。 

还有学者指出，财政压力提高会减少地方政府以地引资的行为，导致工业用地出让规模下降[11]，且财政压力对居住用地价

格的影响高于工业用地和商业服务用地。对“土地财政”依赖度越低的地区，在土地供给上越能配置更多的交通运输用地、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2]。 

（二）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 

另一部分文献指出，地方政府有晋升激励推动其利用土地出让参与招商引资竞争。张莉等指出，基于 GDP 的地方政府官员

考核机制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利用土地招商引资的动机，而非仅仅有追求土地出让收入的激励[13]。地方政府在晋升激励的驱动

下，土地供给行为呈现对工业用地的偏好。在当前财政分权和晋升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是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和高

价出让居住用地[14]；地方政府有激励提高工业用地供给，减少居住用地供给，相较于市场主导的土地供给结构，地方政府的干

预将造成居住用地供给不足，从而推高房价[15]。 

一些学者发现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工业用地出让的面积显著拉动当地非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和 GDP；但是以协议出让方式

出让土地的占比增高则会抑制上述拉动效果[16]。此外，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之间的招商引资竞争日趋激烈，而各地吸引资本

的一个重要手段是低价出让土地。王贤彬等分析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土地出让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增长，指出地方政府官

员同时追求晋升机会和个人经济收益[17]。另一些学者则指出，省域内经济实力接近的城市之间存在利用土地招商引资的恶性竞

争，城市争相扩大工业用地的出让规模和协议出让用地的比例，且经济增长压力大的城市倾向于牺牲财政收入，通过工业用地

地价优惠吸引利用效率高的企业入驻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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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用地定价与出让 

已有文献指出，地方政府在工业用地出让方面有较大的自主决定权，对工业用地价格有较大影响。部分文献探讨了地方政

府对于协议出让工业用地的偏好。杨继东等研究发现，尽管中央政策一再控制，地方政府协议出让工业用地的现象仍然很普遍[19]。

陶然等通过分析当前我国土地制度和晋升激励对于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协议出让工业用地

降低投资者的成本,便于投资者在投资的行业内迅速成长[20]。谢贞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工业用地出让行为受到税收分成的影

响，营业税分成上升会降低工业用地出让规模[21]。 

另一部分研究总结了我国工业用地定价问题。有学者指出，即使遵循国家关于工业用地最低出让价格的规定，地方政府仍

然可以通过税收减免和补贴等形式变相压低工业用地的实际出让价格。金晓斌等通过评估江苏省工业用地出让的市场化水平，

发现现阶段市场机制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22]。部分学者还发现我国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价格差距过大。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合

理比价和实际比价形成了明显的“剪刀差”，且其差值在近年来呈扩大趋势，工业地价被低估的现象不断加剧[23]。 

已有文献还总结了地方政府的土地供给偏好对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范剑勇指出，政府通过增加工业用地供应和相对

缩减居住用地供应，加快推动了城镇化和经济发展
[24]

。唐健等研究发现，我国商服用地和居住用地价格存在显著倒挂现象，我

国工业用地供给过量，挤占了居住用地的供给，从而推高了地价和房价[25]。 

（四）相关文献述评 

现有文献对于我国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机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但是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现有文献主要研究的

是地方政府土地供给行为的共性现象，而对不同地区地方政府土地供给的差异重视不足。已有文献主要探讨了地方政府对出让

工业用地的偏好，但少有文献关注不同城市在分配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比例时的分化；已有文献总结出我国居住用地和工业用

地的相对价格平均过高，但是不同城市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价格比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当前我国经济较发达、人口净流

入且住房需求较高的城市对工业用地出让的偏好反而更高，这一现象已有文献尚无法解释。另一方面，现有文献对于地方政府

土地供给行为的刻画主要通过土地价格或者土地出让数量等绝对量，对地方政府不同用地类型供给偏好刻画得不够精准。经济

发展基础不同的地区所面临的土地需求各不相同，土地出让的绝对数量和绝对价格难以精准反映不同地区地方政府对工业用地

供给的偏好程度。 

二、地方政府土地供给分化的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我国不同地区土地供给的分化 

按照一般城市发展规律，在城市发展的起步阶段，为了吸引大量工业企业前来投资，工业用地供给比例会较高；而随着城

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人口聚集带来的需求推动了房价和地价上涨，工业用地供给比例将逐渐降低，整体发展趋势呈倒 U型，

居住和商业服务用地所占比重上升[25]。由于商业服务用地单位面积产出大大高于工业用地，且发展商业服务业所需的土地面积

较小，因而成熟的人口聚集的大城市一般以供给居住用地为主。发达国家城市工业用地的占比一般在 5%至 15%之间，且由于去

工业化现象，经济发达地区的主要大型城市的工业用地比例一般低于 10%，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地价的上涨，工业企业向地

价更低的城市转移
[26]

。在我国，工业用地占比的变化趋势似乎和发达国家完全相反。根据统计数据，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一二

线城市的居住用地的比例并没有随着人口的涌入而显著增加，其居住用地所占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水

平相对较低乃至面临人口净流出的地区，虽然对商品房住宅的需求较少，但居住用地所占比例更高。图 1给出了 2007—2017年

主要城市的居住用地在城市总建设用地中的占比。其中，一线城市的平均居住用地占比仅为 28.7%，而四线城市的平均居住用地

占比接近 33%，比一线城市的平均居住用地供给高出 4.3 个百分点，且一二三四线城市平均居住用地占比呈递增趋势。2016 年

一线城市房价大幅上涨时，居住用地的供给并没有随之提升，反而从 2015 年的 28.3%下降至 27.4%。进一步地，由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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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更好的地区住房需求往往大于基础较差的低经济发展地区，由此住房需求更高的地区居住用地供给减少，而住房需求较小

的地区居住用地供给反而增加，这部分地导致了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一二线主要城市高房价、三四线部分城市高库存的现象。

对于这些现象，已有文献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 

（二）地方政府土地供给行为分化的解释 

地级市政府是我国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供给方，且有权决定当地城市建设用地的使用结构。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来，居住

用地基本上确立了基于“招拍挂”的出让制度，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决定居住用地的出让价格。由于工业用地仍然存在协议出让

的空间，且市场化程度较低，地方政府对工业用地出让价格拥有较大的决定权。张莉等的研究发现，根据 2017年起实施的《全

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五级以上工业用地的最低价标准为 384元/平方米，而五级以上工业用地的实际平均单价只有 214

元/平方米，低于标准价格出让工业用地的事实仍然大量存在[27]。 

 

图 1按城市分级统计的我国城市居住用地比例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根据张莉等学者的论述[13]，在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指标为主要标准的官员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存在以追求提高当地经济

发展水平为主要形式的激励。虽然通过出让居住用地可以通过房地产开发拉动当地经济，但是难以带来长期全面的经济增长。

因此，地方政府仍然首选利用工业用地进行招商引资。李俊丽指出，通过土地优惠政策进行招商引资，地方政府能够吸引投资

尤其是外资进入，促进当地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增长[28]。 

根据张莉等学者的论证[3]，工业用地价格越低，对企业越有吸引力。而给定土地价格下，企业会选择去经济发展基础更好的

地区进行生产。潘镇指出，城市的经济发展基础对于企业投资选址具有较大影响[29]。实证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趋于流向基

础设施完善、市场规模较大、劳动力供给充分的地区；城市提供的优惠条件越多，对企业吸引力越大。其中，工业用地供给优

惠是城市招商引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方政府难以改变当地的经济发展基础，因而主要通过降低当地工业用地价格来

实现招商引资竞争。地方政府决定工业用地价格，并根据该价格下的招商引资情况决定工业用地出让数量，最终决定当地的土

地利用结构。在给定城市经济发展基础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提供的工业用地价格越低，越有利于吸引企业前来投资，从而带动

当地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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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研究认为，当不同地区的政府面临招商引资竞争时，将会采用一致性的竞争策略，如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和工业用地

的过度供给等。但是 Cai & Treisman的文章提出了政府在招商引资行为中的两极分化现象[30]。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差异造

成对资本吸引力的差距，在经济发展基础较差的地区，政府一旦意识到自己在招商引资竞争中必然失败，就可能直接放弃吸引

资本的努力，从而减少对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和维护。良好的资本流动程度加剧了资本向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集中，在

资本流动较强的地区，政府在招商引资行为中的两极分化现象比在资本流动受到管制的地区更为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

本流动性显著增强，企业投资选址自由度提高，使得不同城市招商引资行为的分化成为可能。 

对于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由于人口和企业流入，对当地土地的需求也逐渐提高，在土地供给总量不变的情形下，土

地价格将随之上升。相比之下，经济发展基础较差的城市原本拥有一定的土地成本优势。如图 2（下页）所示，当工业用地与居

住用地同样采用“招拍挂”方式出让时，工业用地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企业在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的单位土地回报相较

于在经济发展基础较差的城市一般会更高。企业在考虑选址时会综合考虑城市的经济发展基础与工业用地价格，并最终选择在

单位土地回报扣除土地价格后最高的城市选址，即单位土地净回报最高的城市。当工业用地价格由市场决定时，随着对经济发

展基础较好城市的土地需求上升，工业用地价格也将上涨，从而降低了当地的单位土地净回报。当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的

工业用地价格足够高时，单位土地净回报降低至不高于经济发展基础较差的城市，此时企业会综合考虑迁往经济发展基础较差

的城市进行投资。 

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对于工业用地价格拥有较大的自主决定权，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可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让工业用

地。随着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以压低工业用地价格为主要形式的招商引资竞争，经济发展基础较差的城市的相对成本优势被削弱，

而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的经济发展基础优势被扩大。因此，对于经济发展基础较差的城市，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的土地出让

策略有效性下降，部分城市即使以低价格甚至零价格出让工业用地也难以在招商引资竞争中胜出。面对这样的情况，地方政府

将不得不改变土地出让策略，增加居住用地的供给，来获取土地出让金收入和短期的经济增长；压低当地工业用地价格也不再

具有必要性。不同经济发展基础的城市的土地供给行为将出现分化：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通过采用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的土

地供给策略招商引资，增加工业用地供给，减少居住用地供给；经济发展基础较差的城市被迫增加居住用地供给，对工业用地

价格的干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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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典型企业的选址决策 

注：P(i)H表示地方政府不压低价格时的工业用地价格；P(i)L表示地方政府压低价格时的工业用地价格 

此外，由于城市经济发展基础的差异，不同城市面临的土地需求不同，因而工业用地的绝对价格不足以衡量该地区工业用

地的折价程度。根据已有文献分析，产业集聚、工资、税收、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均会对城市工业用地价格产生影响[31]。以北京

市为例，2016年北京市工业用地的平均价格为 2526元/平方米，而同年全国平均工业用地价格为 782元/平方米，北京市的工业

地价远高于全国。但是，同期北京市居住用地平均价格高达 58767元/平方米，而全国居住用地的平均地价仅为 5918元/平方米。

不同城市对土地的需求不同，但是同一个城市居住和工业两类用途土地的需求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基于此，本文引入城市居

住—工业用地的相对价格来衡量当地工业用地折价程度，反映地方政府对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的土地供给策略的偏好。居住用地

价格由市场决定，而工业用地价格由地方政府直接决定。由于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吸引企业入驻展开招商引资竞争，工业用地价

格将低于市场价格，城市的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将升高。因此，地方政府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的程度越严重，当地的居住—工

业用地价格比越高。本文实证部分将采用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来刻画地方政府的土地供给行为。 

综上，与 Cai & Treisman的文章所论述的情况相似
[30]
，我国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竞争局面下出现了土地供给行为的分化。

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压低工业用地价格来吸引更多投资，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而由于各地政府竞相压低工业用地价

格，该土地供给策略的有效性在经济发展基础更好的地区更显著。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基础较差的地区利用低价工业用地

招商引资策略的有效性较差，因而更少采用这一土地供给策略；经济发展基础越好的城市，越倾向于压低工业用地价格。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分别检验两个假说： 

“地方政府土地供给策略有效性假说”（假说 1）：在给定城市经济发展基础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压低工业用地价

格，吸引更多投资，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且经济发展基础越好的城市，该策略越有效。 

“城市经济发展基础与土地供给分化假说”（假说 2）：经济发展基础越好的城市，越倾向于采用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的土地

供给策略。 

三、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一）变量选取与指标构建 

考虑到当前我国城市土地供给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地级市地方政府手中，本文参照对城市土地开发行为的已有研究，选取

地级市作为核心样本。《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公布了 104 个地级市各类城市建设用地的价格，故选取这 104 个地级市

2009—2017 年的土地交易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除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价格来自《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外，其他控制变量数

据主要来自历年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由于年鉴数据存在残缺，本文根

据各城市地方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和各省份统计年鉴对残缺的数据进行了调整和补全。 

本文分别验证“地方政府土地供给策略有效性假说”（假说 1）和“城市经济发展基础与土地供给分化假说”（假说 2）。

其中，假说 1 检验地方政府的土地供给策略与当地招商引资能力的相关性，假说 2 检验城市经济发展基础与地方政府土地供给

策略的关系。 

本文采用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主要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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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城市对投资的吸引力。根据赵祥、高伟和李晶的研究[32-33]，本文选择用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额（FDI）来表示。改革开

放以来，外资一直是各地招商引资的首选，因而本文用城市吸引外商投资的能力来衡量地区引资能力。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和各地级市统计局。此外，国内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相互投资，且产业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转移和承接，为了检

验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本文还分别采用城市 GDP 总量、城市 GDP 增长率、城市工业总产值和城市非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

衡量城市引资能力的替代指标。 

二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这里用城市的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来衡量。现阶段，我国工业用地相较于商服用地和居

住用地而言，协议出让所占的比重相对更大，地方政府对于工业用地价格拥有较大的决定权，直接采用工业用地的绝对价格不

足以衡量该地区工业用地的折价程度。本文采用城市的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来衡量一个城市地方政府在出让工业用地时的折

价程度，从而控制对于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价格同时产生作用的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作为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刻画。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本文采用的核心解释变量有二： 

一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这里仍然用城市的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表示。其中，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是“地方

政府土地供给策略有效性假说”的核心解释变量，也是“城市经济发展基础与土地供给分化假说”的核心被解释变量。 

二是城市经济发展基础。根据范红忠的研究[4]，本文选择以下指标作为城市经济发展基础的衡量：城市区位（是否位于东部

地区或沿海城市）、城市行政级别（是否为省会城市或直辖市、经济特区等）、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力供给。其中，人力资本水

平采用城市的在校大学生人数来衡量。受制于地级市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无法具体测算出 104 个地级市的人均受教育水平，根

据已有文献
[34-35]

，考虑高等院校对当地的人才输送，本文采用城市在校大学生人数来衡量当地人力资本的集聚程度。关于劳动力

供给，本文通过城市人口总量和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已有研究用城市总人口规模来衡量当地的劳动力供给水平，

而实际上，流动人口构成了城市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36]。王建民指出，外来流动人口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补充[37]。朱志胜利

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来刻画不同地区的劳动供给[38]。因此，本文同时采用城市总人口规模和流动人口占比来衡量城市

的劳动力供给。 

本文选取的其他控制变量有：是否是一二三四线城市、城市总人口和、城市产业结构（用工业总产值/GDP衡量）、城市基础

设施水平（用人均道路面积衡量）、土地资源丰富度（用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衡量）、税收水平（税收收入/GDP）和市场规模

（用人均消费水平衡量）等。参考张莉[13]等的研究，本文用人均道路面积来衡量城市基础设施水平。由于基础设施水平、市场

规模和产业结构均会影响城市招商引资的吸引力，因而需要加以控制，参考范红忠的研究
[4]
，选取人均消费水平来衡量市场规模。

受限于地级市产业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用第二产业占比来衡量产业结构，用工业总产值/GDP表示。 

本文采用的数据库以地级市为统计单位，各变量 2009—2017 年有 934 个样本。104 个地级市的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平均

为 6.12，这一比例最高达到 43.9，而最小仅有 0.8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下页）所示。2009—2017年城市的居

住—工业用地价格比逐年递增，人力资本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也逐年递增；人均消费水平在 2011年出现较大下降，此后逐年递

增，但 2017年再度出现下降。表 2总结了各主要变量的 VIF分析结果，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问题。 

（二）实证模型选择 

根据假说 1，在给定其他城市工业用地价格的情况下，一个城市降低工业用地价格将吸引更多投资，进而增加当地产出；且

该招商引资策略在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更有效。本文设定的工业用地定价策略有效性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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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it为城市的 FDI,pit为城市的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Xit为城市经济发展基础，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本文还控制了

城市总人口、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土地资源丰富程度和市场规模作为 zit。FDI、GDP等所有非比例变量均进行了对数处理。 

此外，本文按照不同的经济发展基础对城市进行分组回归，以检验经济发展基础不同的城市供地策略的有效性是否存在显

著差异。在回归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对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以及一二三四线城市进行分样本回归。 

根据假说 2，地区间经济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导致不同地区地方政府的土地供给行为出现分化：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居

住—工业用地价格比更高。为了检验这一假说，设定工业用地定价决策模型如下： 

 

其中，pit为被解释变量，即城市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的相对价格，用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来衡量。核心解释变量为 Xit，

为城市经济发展基础，由城市区位、人力资本水平等构成；Zit为控制变量，包括城市人口规模、土地资源丰富程度和产业结构。

所有非比例变量均取对数。 

表 1主要变量分年度平均值统计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总人口（万人） 201.60 215.13 207.40 212.20 215.14 219.81 234.85 239.87 340.49 

在校大学生人数（万人） 15.80 17.02 17.85 18.32 18.87 20.01 20.29 21.22 21.47 

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 4.88 5.21 5.55 5.79 6.07 6.22 6.45 7.04 7.89 

流动人口∕总人口 0.16 0.26 0.20 0.21 0.23 0.24 0.23 0.26 0.26 

工业总产值∕GDP 1.49 1.59 1.59 1.64 1.60 1.59 1.47 1.55 3.21 

人均道路面积（平方米） 13.36 14.29 14.84 15.51 15.82 16.26 16.57 16.71 16.98 

人均消费水平（万元） 5.04 8.93 4.24 7.48 8.35 9.20 9.86 10.59 7.78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公里） 
1.23 2.36 1.40 1.45 1.50 1.52 1.45 1.46 1.06 

税收收入∕GDP 0.010 0.011 0.012 0.013 0.012 0.013 0.013 0.013 0.015 

 

表 2主要变量 VIF分析结果 

人口总量 2.5 

流动人口比例 1.58 

人均消费水平 1.83 

产业结构 1.14 

在校大学生人数 2.42 

人均道路面积 1.32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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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收入∕GDP 1 

平均 VIF 1.7 

 

回归模型（1）和回归模型（2）分别为“地方政府土地供给策略有效性假说”（假说 1）和“城市经济发展基础与土地供给

分化假说”（假说 2）的基础回归模型。最后，本文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联立方程检验。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一）对假说 1的检验 

1.基准回归 

本文用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衡量城市吸引投资的能力。首先对回归进行 Hausman 检验，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故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如表 3（下页）第四列所示，在控制了所有控制变量后，城市的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对当地 FDI的对数的影响

系数在 1%显著水平上为正，城市的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每提高 1，当地 FDI的对数增加 0.024。该结果与假说 1一致，说明地

方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工业用地价格来吸引更多投资。 

2.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回归模型的稳健性，分别用 GDP总量、GDP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和国内投资（用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衡量）

替换 FDI，作为城市吸引投资能力的衡量，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城市的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对当地 GDP总量、工业总产值和

国内投资的影响系数均在 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对 GDP增长率在 5%的显著水平上为正，说明地方政府压低工业用地价格，提高

工业用地相较于居住用地的折价水平，可以吸引更多企业前来投资，从而提高当地总产出。 

表 3地方政府土地供给策略有效性模型基础回归结果 

变量 InFDI InFDI InFDI 

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 
0.040*** 

(0.009) 

0.033*** 

(0.007) 

0.0244*** 

(0.006) 

是否东部地区 
 0.010 

(0.336) 

-0.529* 

(0.278) 

是否沿海地区 
 0.491*** 

(0.128) 

0.475*** 

(0.123) 

是否省会城市或直辖市 
 -0.062 

(0.150) 

-0.117 

(0.144) 

人力资本水平 
  0.107* 

(0.058) 

劳动力供给 
  0.956*** 

(0.125) 

基础设施水平 
  0.918*** 

(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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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 
  0.866*** 

(0.109) 

总人口 
1.157*** 

(0.055) 

0.647*** 

(0.079) 

1.139*** 

(0.103) 

人均建筑用地面积 
0.226*** 

(0.032) 

0.124*** 

(0.024) 

-0.055 

(0.034) 

税收水平 
-0.500*** 

(0.045) 

-0.451*** 

(0.064) 

-0.538*** 

(0.052) 

是否一线城市 
 1.644*** 

(0.325) 

0.139 

(0.368) 

是否二线城市 
 1.502*** 

(0.169) 

-0.0146 

(0.218) 

是否三线城市 
 0.529*** 

(0.124) 

-0.245 

(0.149)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924 924 898 

R-squared 0.644 0.703 0.762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此外，考虑城市的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吸引投资的状况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因此采用滞后一期

的因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5（下页）所示，对 FDI对数的滞后项的影响系数仍然在 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对 GDP、国内

投资、工业总产值的对数滞后项的影响系数均在 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 

3.分样本回归结果 

根据假说 1，由于地区之间存在招商引资竞争引发的工业用地竞价，且不同城市经济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因而经济发展基础

较差的地区即使提供很高的工业用地折价程度，仍然面临无法吸引更多投资的可能性。因此，通过压低工业用地价格来招商引

资的土地供给策略对于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地区有效性更强，而对于经济发展基础较差的地区有效性有限。本文对 104 个城市进

行了分样本回归，分别对东部城市、中部城市、西部城市和东北城市以及一二三线城市和四线城市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

如表 6（下页）所示。 

就东部地区而言，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对于 FDI 和 GDP 的对数的影响系数均在 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就中部地区而言，

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对 GDP 的对数的影响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而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均不显著为正，其中东北地

区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与 FDI 的对数甚至呈现负相关关系。一二三线城市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对于 FDI 和 GDP 的对数的影

响系数在 1%显著水平上为正，而四线城市的回归结果不显著。考虑东北和西部地区、四线城市均为经济发展基础较差地区，因

此与假说 1的结论相吻合。 

（二）对假说 2的检验 

根据 Hausman 检验结果，对假说 2 继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如表 7 所示，通过对城市经济发展基础和城市的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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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地价格比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城市、省会城市或直辖市、人力资本水平和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系数在 1%的

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东部城市的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相较于非东部城市高出 3.294。这说明城市经济发展基础越好，城市的居

住—工业用地价格比越高，工业用地相较于居住用地的折价程度越大。 

由于城市的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是假说 1的解释变量，同时是假说 2的被解释变量，为了进一步检验回归模型的稳健性，

本文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回归模型（1）和回归模型（2）进行了联立方程估计。首先对主要解释变量进行了 BP 检验，P 值

为 0.29，通过异方差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8所示，其中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对 FDI的对数的回归系数在 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

且回归系数为 0.024，与表 3中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对 FDI的对数的回归系数 0.024一致；东部地区、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人

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和劳动力供给更充裕的地区的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更高。 

表 4地方政府土地供给策略有效性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InGDP GDPgrowth lnindustry lnnetinvest 

居住-工业用地 0.022*** 0.058** 0.020*** 0.015*** 

价格比 (0.003) (0.024) (0.005) (0.004)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901 893 901 878 

R-squared 0.921 0.485 0.848 0.832 

 

表 5地方政府土地供给策略有效性模型回归结果（滞后一期） 

变量 
lnFDI- 

滞后一期 

lnGDP- 

滞后一期 

lnnetinvest- 

滞后一期 

lnindustry- 

滞后一期 

GDPgrowth- 

滞后一期 

居住-工业用地 0.023*** 0.019*** 0.020*** 0.018*** 0.059** 

价格比 (0.007) (0.003) (0.004) (0.005) (0.02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97 799 779 801 793 

R-squared 0.794 0.914 0.855 0.853 0.477 

 

表 6地方政府土地供给策略有效性模型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第一组 第二组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一二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InFDl InFDl InFDl InFDl InFDl InFDl 

居住-工业用 0.021*** -0.005 0.024 -0.252
,
, 0.0221*** 0.055 

地价格比 (0.007) (0.030) (0.029) (0.122) (0.006) (0.064) 

 第一组 第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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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一二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InGDP InGDP InGDP InGDP InGDP InGDP 

居住-工业用 0.010*** 0.040*** 0.006 -0.037 0.023,,, 0.021 

地价格比 (0.003) (0.012) (0.013) (0.066) (0.003) (0.014)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通过上述回归分析，本文分别对前文提出的两个假说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地方政府通过压低工业用地价格，

扩大工业用地相较于居住用地的折价，可以吸引更多投资，从而增加当地产出。第二，基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的招商引资策略

的有效性因城市经济发展基础而异，在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更有效，对于经济发展基础较差的城市，即使地方政府低价甚

至零价出让工业用地，也不一定能够吸引更多投资。第三，基于以上情况，不同城市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发生分化，经济

发展基础越好的城市越有激励压低工业用地价格，扩大工业用地相较于居住用地的折价，因此有更高的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探究了在不同经济发展基础条件下地方政府的土地供给选择对土地市场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城市之间的招商

引资竞争和经济发展基础差距如何引发了不同地区地方政府土地供给的分化。在城市经济发展基础不变的情形下，地方政府可

以通过降低工业用地价格吸引投资，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并导致工业用地供给增加，居住用地供给减少。但是，经济发展

基础较好的城市在招商引资竞争中处于优势位置，当地政府更倾向于采用主动降低工业用地价格的供地策略，增加工业用地供

给。经济发展基础较差的城市，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竞争中处于劣势，被迫增加居住用地供给，以获取土地出让金收入。本文

引入了城市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相对价格来刻画地方政府对工业用地供给的偏好程度，并通过对 104 个地级市的土地供给数

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上述判断。一般来说，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住房需求更加旺盛，更低的居住土地供给加大了供需

缺口，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房地产价格上升。 

针对当前我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与住房需求错配等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表 7城市经济发展基础与土地供给分化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 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 

是否东部地区 
3.647*** 

(1.060) 

3.294*** 

(0.984) 

是否沿海地区 
-0.142 

(0.497) 

0.350 

(0.472) 

是否省会城市或直辖市 
2.711*** 

(0.685) 

1.645** 

(0.738) 

人力资本水平  
1.250*** 

(0.251) 

劳动力供给  
2.025*** 

(0.707) 

基础设施水平  
-0.140 

(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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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  
-0.141 

(0.300)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0.089* 

(0.051) 

-0.183* 

(0.110) 

税收水平 
-0.228** 

(0.107) 

-0.138 

(0.110)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928 901 

R-squared 0.579 0.598 

 

第一，优化地方官员考核激励机制，以居民幸福感为中心，平衡区域经济发展。进一步贯彻新发展理念，将考核标准从 GDP

总量规模转向人均 GDP 水平和民生发展水平等主客观指标，关注人均 GDP 差距的缩小和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此外，可以通

过国家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基础较差的、人口流出地区予以对冲，培育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关键性支柱产业，保证人

口流入地区与人口流出地区的人均 GDP水平同步提高，促进协同发展和共同富裕。 

第二，逐步推进地方工业用地出让机制的进一步公开化和市场化。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存在的差异，制定差异化

的工业用地最低出让价格，严防工业用地闲置，并严格监控各地区产业政策的执行情况，减少地方政府通过超额补贴或者降低

排污标准等方式变相压低工业用地实际出让价格。推动地方工业用地出让机制的进一步市场化，将有助于缓和当前地方政府之

间为了招商引资而展开的压低工业用地价格的竞价比赛，提高宏观层面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这有利于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三，调整城市建设用地指标配给模式，适当增加一二线城市居住用地供给。目前，我国制定城市建设用地指标配给时考

虑人口流动因素的权重较小，并没有增加有大量人口流入的一二线城市的用地指标
[39]

。为此，应更为科学地衡量各城市用地需

求和人口聚集程度，增加一二线城市居住用地供给。对于一些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同时大量人口流入且住房压力突出的城市，

应鼓励地方政府进入房地产市场，经营一批具有公益性质的住房资源，增加住房有效供给。 

表 8模型（1）和模型（2）的联立方程回归结果 

变量 InFDI 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 

居住-工业用地价格比 
0.024*** 

(0.008) 
 

是否东部地区 
-0.433** 

(0.172) 

4.266*** 

(0.690) 

是否沿海地区 
0.516*** 

(0.095) 

-0.756* 

(0.396) 

是否省会城市或直辖市 
0.055 

(0.123) 

1.333** 

(0.521) 

人力资本水平 
0.116** 

(0.057) 

0.972*** 

(0.189) 

劳动力供给 
1.000*** 

(0.130) 

1.990*** 

(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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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水平 
0.858*** 

(0.116) 
 

市场规模 
0.783*** 

(0.090) 
 

总人口 
1.094*** 

(0.077) 

0.389 

(0.282) 

税收水平 
4.188 

(4.271) 

-15.19 

(18.93) 

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0.0593 

(0.031) 

-0.130 

(0.125)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899 899 

R-squared 0.754 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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